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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辞海》中，典籍被定义为“国家重要的文献，亦统称各种典册、书籍”。浩如烟海的典籍作品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典籍翻译是重要一环。在典籍翻译研究领域，我们把所有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精髓和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作品都纳入中国典籍的范畴。其中，既包括文学思想类作品也包括科技艺术类作品，既包括古代作品也包括现当代作品，既包括汉族作品也包括少数民族作品。要将这些文化负载量极大的中国典籍译成外语介绍给世界，尤为不易。这既需要高超的技术水准，更需要巧妙的艺术手法。

　　据统计，中国典籍的集中翻译出版，始于1981年的“熊猫丛书”和1992年湖南出版社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目前国内有30多家出版社参与此类书籍的出版，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湖南出版社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大师经典文库》、山东友谊出版社的《儒学经典译丛》、外文出版社的《汉英经典文库》等，以及自1995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组织30多家出版社编选翻译的《大中华文库》。纵观近年来中国典籍翻译作品的出版，确实为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尽管这类书籍出版的总量不少，但真正“走出去”的还比较有限。多数译本仅用作国内读者语言学习或学术研究的资料，而国外读者能见到的数量、种类以及接受度等都不甚理想。

　　在对中国典籍翻译的研究上，研究内容从最初仅限于古代汉族文学类思想类典籍，逐渐拓宽至包括古代和现代的科技类、艺术类作品以及少数民族作品，并有对典籍翻译规律的探索、技法的归纳以及理论的专门研究。

　　在少数民族典籍翻译领域，大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广西百色学院外国语学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宏印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近年来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每隔两年召开一次的全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至今已举办过四届，参会议题涉及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赫哲族、畲族、壮族、苗族、傣族等的典籍、民歌和民俗翻译。无论是研究视野的拓展还是理论深度的挖掘都有所推进，这都有助于将少数民族作品更好地介绍给世界。

　　作为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典籍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为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做好典籍翻译工作。

　　首先，典籍翻译需要培养高水平的翻译人才。不同于应用型翻译和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国典籍因其内涵的丰富性而具有很高的翻译难度，要做到准确无误的理解和贴切流畅的外语表达很不容易，因此要求从事中国典籍翻译的译者必须精通中外两种语言和文化。同时，要翻译什么类别的作品，最好先要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培养的是既精通两种语言和文化又懂得专业知识的研究型译者。

　　在注重培养本国译者的同时，还需要调动海外汉学家翻译中国典籍的积极性。一国文化在其他国家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托目标语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来推动和完成。纵观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历史，最初的译介者也都是以利玛窦、理雅各和卫礼贤等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后来西方汉学家译介中国典籍则是由于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进而带有浓厚的学术研究性质。因此，海外汉学家是世界各国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使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进一步发挥世界各国汉学家的作用。

　　其次，典籍翻译还需要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一部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能否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与其所用的翻译方法有很大关系。谢天振指出，中西文化交流存在“时间差”和“语言差”，“中国人积极主动地译介西方文化至今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这二三十年的时间。另一方面，操汉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掌握英语等现代西方语言并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方面，比操英、法、德、俄等西方现代语言的各西方国家的人们学习、掌握汉语及理解相关的中国文化要来得容易。”（傅小平：《中国文学“走出去”：亟须跨越认识误区》）。所以，在选择要翻译的典籍、确定译文的文体风格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大批量的全译本不一定适合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际情况，实践证明，大而全的译本在国外的接受效果也不甚理想。

　　当前我们不妨采取不同的译法，如选译、编译、改写等，先在国外培养一定的译本接受基础与受众，待时间和条件成熟，再过渡至大批量、大规模的全译本。如现代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蔡志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漫画系列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汉英对照“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系列丛书，均采取了选译的形式，删除了原作中晦涩冗长的篇目，并且增加了白话翻译、中文注释、汉语拼音、经典名句等栏目，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可以为今后的典籍翻译提供参考和借鉴。

　　再次，翻译的典籍要想被其他国家的读者所接受，也需要拓展对外传播渠道。有时候典籍翻译和对外传播的效果不理想，很大程度上不是译者责任，而是外国读者不容易接触到这些译本。因此，要使中国的文化典籍为世界所接受，除了解决语言差异和文本翻译问题外，更需要与国外权威的出版发行机构配合与协调。

　　拓展国外出版发行渠道，与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合作，是各种类型的文化典籍对外译介和传播的决胜环节。近年来，随着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逐渐展开，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也有一大批典籍译作已经或者正在联系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外，典籍的对外传播不应一味强调原文本的价值，即以书面译本输出为唯一方式，还可以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推动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传播，如影视、音乐、动漫、戏剧表演等，从而开拓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传播渠道。

　　最后，推进中国典籍翻译工作需要建立完善的翻译和传播质量评价机制。将中国典籍译成外文推送至国际市场并被外国读者接触到，这并不意味着它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就完成了走向世界的任务。译作在译入语国家中的接受程度，才是典籍翻译对外传播效果的最终衡量指标。所以，我们还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国典籍海外翻译与传播质量评价机制，进行后续跟踪与质量测评，以改进对外传播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由于这一工作主要依赖海外市场的数据，所以更需要国家政策法规、人力物力的支持，以确保中国文化“走出去”后真正进入国际社会，被其他国家的读者了解和接受。

　　中国典籍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主要传承方式和重要载体，它的翻译质量与对外传播效果决定了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进而影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效。总结经验、弥补不足，可以从以上四个方面着手推动典籍翻译工作，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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